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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憲法定位（性） 

 按我國現行憲法並無「文化權」、亦無原住民族「狩獵權」用語，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雖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

言及文化。」同條第 12 項復雖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

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

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以下略）」故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12 項依文

義解釋僅得定性為憲法上之基本國策地位1，此由其文字使用「國家肯定多元文

化」及「國家應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可以得知，與我國憲法本文及其他基本

國策用語，體例完全相同，惟卻與基本權利用語定義「人民有…權利或自由」完

全不同，故並非得因本條項規定，即得當然跳躍由憲法第 22 條導衍出「文化權」

或「狩獵權」為「原住民族之基本權利」，更不能由德國基本法「文化國理論」

直接套用「文化權」於我國之基本人權譜系中，因為「文化權」範疇難以界定，

會與其他基本權利產生衝突與競合2，例如：與平等權、工作權、財產權與宗教

自由保障之重疊與競合，產生憲法體系之混淆與衝突，且無法填補憲法基本權利

譜系之不足功能。 

 原住民族文化，包含其狩獵、祭祀、土地使用、家族、語言文化，應予以高

度尊重，故不待言，立法者若為實踐前揭憲法基本國策之要求，不僅已於「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7 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中再度

加以法律明文保障之，而且亦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以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槍砲條例）第 20 條中規定，加以除

罪化或肯認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落實前揭基本國策對立法者之誡命要求。 

 從而，原住民族較漢民族享有特殊之狩獵文化保障，係基於保障原住民族群

之「文化」之基本國策而來，從而並未違反憲法第 5 條與第 7 條之種族及法律「平

等」要求，因其具有正當文化理由，形成憲法上特殊之「制度性保障」，但其性

質非屬憲法第二章之「人民基本權利」，其主要理由為： 

第一：國家隊狩獵文化保障並非保障個人之基本權利，而是保障各原住民族整體

之多元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盡基本權利本質上乃賦予個人之權利，而非賦予種族

                                                      
1
 有關基本國策之型態及功能效力，併得參閱林明鏘，〈論基本國策：以環境基本國策為中心〉，

收於與李鴻禧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現代國家與憲法》，元照公司出版，1997 年 3 月，頁 1465

至 1504。 
2
 國內以「文化權」或「文化國家」為論證者，例如：許育典，《文化基本權與多元文化國》，元

照公司出版，2014 年 3 月，渠所認定之「文化」係指一個群體或族群所共同擁有的生活經驗，

範圍包含道德、信仰、知識、藝術、法律、風格、語言、學術及價值信念等，頁 9。幾乎是無限

上綱，無法界定其所謂文化範疇，而原住民族之狩獵權或「狩獵文化權」國內學說見解又溯源自

此種「文化基本權」之內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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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使之自由。 

第二：狩獵文化內容得由立法者加以形成其具體範疇，包含對獵人資格、獵物限

制、獵場範圍及獵具種類之法定要求在內，藉以完成並形塑其制度性保障3。 

第三：由我國憲法第 22 條不能直接導衍出所謂個人之「文化權」或「文化狩獵

權」，因會與其他基本權利產生競合與衝突，例如：與宗教自由、工作權、平等

權、財產權保障等發生重疊保護情形。衍生出基本權利譜系之體系相互矛盾性與

不安定性。 

貳、野生動物保育之憲法定位（性） 

  我國野生動物保育屬於憲法上「環境生態保護」之範疇，故依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容並顧。」

從而，野生動物保育亦應同受憲法基本國策之明文保障。立法者為遵循並落實憲

法前揭誡命要求，規定有「野生動物保育法」（1989 年公布）及「動物保護法」

（1998 年公布）等法律，以落實基本國策，形成保護「動物」或「野生動物」

為特殊制度性保障4，蓋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文義上雖僅明示「經濟

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容並顧」，但此僅為概括例示文字而

非窮盡列舉之條款，故在其於面臨與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或其他權利相互競

合時，立法者仍應謹守此一「兼容並顧」原則，不得恣意凌駕保護自然生態之憲

法法益，否則將形成基本國策彼此規定互相矛盾衝突之體系矛盾及不安定造成違

憲之不兼顧結果，昭昭揭明，自不待言。 

 從而，野生動物保育亦屬受憲法保護之「制度性保障」，立法者在形成「狩

獵文化範疇」時，並應斟酌此種兼顧平衡生態環境法益之措施，不得以狩獵文化

恣意凌駕野生動物保育之制度性內容，全世界各國之狩獵法規定均有嚴格之限制

5，兩者法益若有衝突時，例如：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同法第 51 條之 1，禁

止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似屬立法者衡酌兩者法益衝突，，所為之

妥協折衷作法，兩者均屬制度性保障地位，似無輕重之分，亦無相互矛盾之違憲

立法情事可言，蓋制度保障內自由權利之行使，仍非恣意，而應受「形式法律」

及「比例原則」6之合理妥當制約（憲法第 23 條規定參照） 

                                                      
3
 狩獵文化包含有「獵人」、「獵場」、「獵物」及「狩獵工具」四個要素所組成，並得參閱林三元，

〈加拿大原住民族狩獵權之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5 卷 2 期，2012 年，頁 1 以下。 
4
 有關動物保護入憲運動及目前動物在憲法上的地位，併得參閱林明鏘，〈動物保護入憲〉，收於

《台灣動物法》（二版），新學林公司，2020 年，頁 1 至 24。 
5
 全世界主要先進國家針對狩獵文化，均以法律位階規定其狩獵規範，而似無將狩獵視為基本人

權，因為現代生活狀態已經不適宜再擴大狩獵文化，而大肆危害野生動物之多元物種，嚴重破壞

自然生態環境之平衡。 
6
 有關比例原則之功能及危機之深入分析，併得參閱林明鏘，〈比例原則之功能與危機〉，《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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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製獵槍規範之合憲性問題 

  本件最大癥結法律問題，並非僅僅是表面上「野保法」與「槍礟條例」間相

互競合問題，實質上係「槍礟條例」第 20 條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要求

之「比例原則」問題，因其刑責遠重於野保法之規定。依槍礟條例第 20 條規定

（即獵槍之合法要件）：原住民族，持有或使用獵槍，得不受刑事制裁之要件，

應同時具備下列 4 個要件： 

第一，僅限自製獵槍及自製魚槍：故不含「制式獵槍」在內。 

第二，僅限原住民身份：非原住民族之漢人即不享有除罪化之優惠。 

第三，未經許可製造、運輸及持有：故不含本件當事人「拾獲」進而「占有」之

獵槍在內。 

第四，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不包含偶發進行狩獵性質之「非職業獵人」及非職

業漁民在內。 

  此四大除罪化之法定要件，十分嚴峻，其主要立法目的似在於避免具殺傷力

之槍砲恣意生產、製造、持有、販賣、出租、出借，致重大影響社會秩序，以有

效保障全體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本法第 1 條立法目的規定參照），表面上似亦

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亦即手段（除罪化要件）有助於目的達成（適當）；

且為損害人民權益最小原則（有除罪法之優惠）（必要原則）；公益與私益並未顯

失均衡（社會秩序與原住民狩獵私益彼此間）（均衡原則）。 

  唯二可以挑剔者乃其第一個除罪化要件須「限於自製獵槍」及第 4 除罪化要

件「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在文義解釋上，即會產生部分不合理之情形，例如：

本件非屬「自製」獵槍而係單純「占有」獵槍，且「非供生活工具」之用，即評

價當事人並非職業獵人。尤其是對於現代化台灣社會之原住民，甚難僅憑藉獵人

工作維繫其全家生活，故若能適當修正現行「供作生活工具」文字成「供作文化

祭儀或生活工具」；且將「自製獵槍」文字，修改成為「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之

獵槍」（未來政策上亦可能包含制式獵槍在內），似較周全圓融，以保持得除罪化

之合理範圍。 

 

 

肆、結語 

 

                                                                                                                                                        
法學雜誌》第 231 期，2014 年 8 月，頁 65 至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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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論結，依憲法文義及文化解釋7得簡要歸納出下列本席之鑑定意見： 

一、我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或「狩獵自由」，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及第 12 項之「制度性保障」範疇，我國憲法並沒有承認「狩獵權」或「狩

獵文化權」之必要及法理基礎；因為文化權的存在，會混淆平等權、財產權、宗

教自由之各自保護範疇。 

 

二、野生動物或動物保護亦屬我國憲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制度性保障」，故獵人

與獵物彼此產生保護衝突時，應由立法者衡酌憲法上兼籌並顧條款，妥當形成各

自平衡之規定，而非對獵物（野生動物）保育一律須退讓予原住民族之狩獵自由；

相反地，兩者乃處於憲法上之平等地位。 

 

三、立法者於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第 51 條之 1，規定原住民於狩獵應不得包含

「保育類」之野生動物，係立法者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衡酌

兩者不能併存法益後所為之權衡規定，難謂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因其

手段適當、必要且公益與私益相互均衡。 

 

四、立法者於「槍礟條例」第 20 條中，明定原住民族持有槍礟等除罪化之四大

必備要件，其限制僅囿限於「自製獵槍」及「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除前揭，二

者要件外，尚難謂與「比例原則」有違，但此兩種要件限制是否「過苛」，似可

再交由立法者復行檢討:我國目前在槍礟管制中，原住民於自製或持有獵槍或魚

槍之登記有無濫用之情形，作適度管制開放，似更能妥善具體落實原住民族狩獵

文化之時代性意義及落實原住民族文化多元性保障。 

 

五、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同法第 51 條之 1，有關原住民族處罰之規定（含刑罰

及行政罰在內），其中狩獵行為應事前經主管機關核准外，狩獵動物之種類及數

量等均須事前申報核准，其核准原則要件毫無法律明文，全部授權由農委會與原

民會訂定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

法」，有違處罰條文應受嚴格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似有檢討修正提升其位階之

必要。 

 

六、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規範，分別散佈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及第 51 條之 1、槍礟條例第 20 條規定，彼此規定寬嚴不一，

                                                      
7
 有關法律之文化解釋，併得參閱林明鏘，《德國新行政法》，2019 年初版，五南書局，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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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狩獵期間是否僅限祭儀期間？狩獵目的是否包自用（食用）目的？狩獵事

由及申請要件，獵具種類（是否含制式獵槍），及獵人資格是否應為「職業獵人」？

造成各別法律體系之混亂及不一致性，立法者似應通盤檢討，一併考量「狩獵文

化」之精緻化及「野生動物生態法益」之保護急迫性，妥善形成 2.0 版之現代化

我國狩獵文化，亦屬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孔子在 2600 年前曾經說過一句令人深思的話：「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可

以看出現代社會中，野生動物（羊或動物）之生命保護，與狩獵文化（廣義的禮）

間處於一種微妙的拉鋸緊張關係，立法者固有權優先形成此種狩獵文化的四大具

體要件，惟司法者似宜提醒立法者，在立法形成空間內仍應謹記憲法上的誡命：

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的遵循。 

 


